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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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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

［摘要］美国的部分“新清史”学者总爱笼统强调中国与“大清”始终为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这

就必然涉及到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本文对这一认同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特点，进行了较为专门系

统的考察和分析，认定它与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并不矛盾且处于不同层次; 以“满洲帝国”称大清，严格

说来并不符合入关后特别是康熙中叶以后满人正式的国家认同之实际。从某种意义上说，将更为广阔地区

的“非汉人”族群彻底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使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的身

份，且在清末实现一定程度的现代性转换，不仅是清朝超越以往中国各王朝主导族群的“满人特性”独特

作用的结晶，也恰恰正是体现其统治时期最为鲜明的“中国特性”所在，不能把两者简单对立起来。
［关键词］中国认同 新清史 满洲特性 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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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chus' National Identity in Qing Dynasty

Some scholars of the“New Qing History”approaches tend to emphasize grossly on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the Great Qing”. Such a notion could derive from a partial understanding of“the national
identity”of the Manchus in the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wo coexisted identities found in the Qing by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Manchus' self identity: the ethnic identity as an expression of the Manchu's
characteristic and greater China as the national identity. These two identities were on different levels. Strictly
speaking，the scholarly using of“the Manchu Empire”as the designation of“the Great Qing”is not congruous with
the Manchu's history since the Shunzhi reign，and especially not so since the mid of the Kangxi reign. As a matter of
fact，The Qing dynasty successfully brought the non-Han Chinese of a vast territory with a Chinese identity openly
accepted in the manner of being part of China's orthodoxy history. This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was consolidated in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confrontations an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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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美国的“新清史”研究颇有

影响，也的确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它强调满人

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人主体性

的角度来研究清史，对于丰富清史研究的意义

不言自明。但在正视清朝历史这一独特性的同

时，也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 有意无意地轻忽

乃至淡化其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更不能

将两者简单化地对立起来。笔者以为，从满人

的主体性视角出发，探讨一下有清一代满人的

“中国认同”问题，对认识“新清史”所涉及

的相关史实应该不无助益。①

一、问题意识的由来与满人

“中国认同”之确认

清代满人是否认同与如何认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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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以往的国内学术界似乎不成问题，至少不

是什么有意义的问题。但对于美国“新清史”
来说，这却无疑是一个需要明确提出并给予认

真回答的重要问题。因为在被称之为“新清

史”的 学 者 当 中， 喜 欢 像 罗 友 枝 ( Evelyn
Sakakida Rawski) 那样笼统地强调整个清朝统

治期内“大清国”与“中国”为两回事者，

差不 多 已 成 为 一 种 流 行 观 点。如 柯 娇 燕

(Pamela Kyle Crossley) 在其英文著作 《半透

明之镜》中，就曾笼统声言，“清朝的帝国意

识形态很认真地把中国进行对象化，将其看作

是大清国的一部分而已”，并强调这对于现代

中国的版图恰恰从大清国继承而来这一点来说

具有讽刺意味②; 欧立德 (Mark C. Elliot) 更

是明确地表示: “也许 ‘新清史’要提出来的

最大问题是，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

等同于中国? 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一 ‘满

洲’帝 国，而 中 国 仅 是 其 中 一 部 分? 部 分

‘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 ‘清朝’与 ‘中

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

‘中国’，也不仅仅称呼清朝皇帝为 ‘中国’
皇帝”③。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的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欧立德再一次直截了当地 强 调，

“不应直接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

为 ‘中国’的皇帝”。④

显然，要想了解上述这类说法是否符合历

史真实，我们不得不首先整体性地着眼于清代

满人上层及其皇帝的“中国认同”问题: 看

看他们是否认同中国，何时与如何认同中国?

其所理解和认同的中国究竟是“大清国”的

全部还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种认同在当时的国

际际遇如何，等等。毋庸讳言，尽管“认同”
的思路对于美国“新清史”学者来说可谓轻

车熟路，他们也都程度不同地关注并揭示清代

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历史，并使我们从中学习

到很多东西。但对于满人的“中国认同”问

题而言，可以说迄今为止他们其实并未引起真

正的重视。“中国认同”与所谓“汉化”问题

之间无疑有直接的关联，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区

别———既然认同自己属于“中国”、是“中国

人”，那么对此前中国漫长的主体历史及其文

化，就必然存在着某种不得不加以选择性认同

的趋势，甚至许多方面还可能因无法“选择”
而不得不直接认同，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满人就

要主动放弃自身的民族和文化个性，而把自己

完全“汉化”。剃发令的执行就是一个反证。
个中复杂关系，美国“新清史”诸人多有未

能完全理解者。他们甚至连“中国认同”的

说法也有意无意地加以某种回避，这与英语里

“汉人”与“中国人”总是纠结不清固然有

关，却也不乏意识形态差异的背景在其中发挥

着作用。我们疑惑地看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

问题的时候，他们要么像罗友枝那样只是不耐

烦地声言“谁都不否认满洲皇帝将他们自己

描述成中国的统治者”⑤; 要么像欧立德那样

轻描淡写地承认: “满洲人有时也称他们的帝

国为 ‘中国’，即使是称呼边疆地带”。⑥可事

实上其关系意义真地仅止于此吗? 满人上层只

是将 自 己 描 述 成“中 国 的 统 治 者”或 仅 仅

“有时”自称自己的国家是“中国”而已，还

是入关以后或至少从康熙时代开始，就完全彻

底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大清就是

“中国”的一个新朝代，也即认同自己统治的

整个国土范围为“中国”?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

严肃的问题。
冷静而观，如果上述欧立德等学者的观点

指的是入关之前尤其是入关前后那特定时期的

大清国，尚有某种辨析的余地 ( 但这显然不

是立论者的主要意图所在)，因为它确曾一度

声称与当时代表“中国”的“大明”处于敌

国状态; 若其所指为入关以后 260 多年间的大

清朝，或至少包括入关后的整个阶段，则显然

有违历史事实，而难以理解———无论将它如何

“复杂化”，都是如此。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

清末几年动员“排满”革命的那部分极端化、
非理性的汉人宣传品。

众所周知，在入关之前，大清的最初奠基

者努尔哈赤等曾对当时称为“中国”的明王

朝表示臣服和尊崇，他们尊大明为“天朝上

国”，自认其为华夏边缘之“夷”。正如清史

大家萧一山所指出， “他们帮助明朝开拓东

边，明朝派他们的头目作建州卫指挥，”他们

的头目到北京朝贡，明朝也很优待他们。“明

朝 称 他 们 为 ‘边 夷’，他 们 也 很 恭 顺 ‘天

朝’”。⑦在早期写给明朝和李氏朝鲜的汉文书

2



信里，努尔哈赤曾自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

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 “保守天朝九百五十

余里边疆”; “女直国龙虎将军”; “有我奴儿

哈赤收管建州国人”; “建州等处地方夷王”
等等⑧。尽管“建州”究竟是否其所正式颁布

的国名也还存有某些疑问，但这些书信，可以

说仍能大体反映当年努尔哈赤相对于明朝所代

表的“华夷天下”的中心——— “中国”之自

我定位，也可见汉文化里的夷夏天下国家观念

对他们的重要影响。即便后来努尔哈赤势力逐

渐强 大，正 式 颁 国 号 为 “金 国” ( aisin
gurun)，并仿历史上的女真人以“北朝”自

居，斥明朝为“南朝”，俨然与明朝为“敌

体”时，也仍旧保持着对后者能代表“中国”
地位的某种羡慕。皇太极时代也依然如此。在

与明朝的文书中，其所屡屡表示的“尔既称

为中国，宜秉公持平”， “明既为中国，则当

秉公持平”等⑨，可以为证。不过，他们虽承

认在 当 时 作 为 华 夷 天 下 秩 序 之 中 心 的 “中

国”，天 命 仍 暂 系 于 明 朝，却 已 开 始 认 定，

“中国之主”并非明朝皇帝和汉人可以永久独

占，他们也有能力和机会参与竞争。瑏瑠事实上，

正因为如此，在入主中原之后，满人皇帝正式

以“中国”自称其全部统治区的国家认同便

加快形成了。
顺治时期，清朝的政治文书中已经出现了

将整个清朝统治区域称为中国的“中国”用

法。到康熙朝中期以后，这种“中国”用法

已随处可见，并迅速成为其“中国”用法的

绝对主流。至此，可以说满人高层认同“中

国”、自称“中国人”的情形，已成为一种自

觉的常态。特别是在与外来西洋人等打交道的

过程中，总是“中国”与“西洋”， “中国

人”与“西 洋 人”对 称。皇 帝、满 人 大 臣、
汉臣乃至在华西方传教士，均是如此。此时，

表示原明代汉人统治区含义的“中国”一词

虽仍有某种遗留，但其已无法使用在国家身份

认同的正式场合。在第一个正式的国际条约中

俄 《尼布楚条约》中，作为整个大清国国家

名称的“中国”和作为中国人称呼的“华民”
多次使用，其发祥地的东北满洲，也被明确称

之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清圣祖实录》对

《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边界之碑文的记述，

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瑏瑡1711 年，康熙为

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系“中国

地方”，以什么为界线，在他那里，满洲已被

明确称之为中国的“东北一带”。其言曰:

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

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

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

里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

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

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

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

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

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

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西南系朝

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

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

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即遣部员二人往凤凰

城会审朝鲜人李万枝事。又派打牲乌拉总

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训旨时，朕曾秘谕

云: “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

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

鲜官在中国所属地行; 或中国所属地方有

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
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

来奏”。瑏瑢

从上文可知，“中国”不仅已明确成为康熙帝

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而且这一符号与近代意

义的国界观念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康熙晚年，面对西方的东来，其整个国家

统治范围的某种“中国”危机意识已然出现，

这从其所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

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瑏瑣 可见一斑。
到乾隆朝之时，此种表明其整个国家认同含义

的“中国”概念之使用已然制度化，特别是

对外自称之时。1767 年，乾隆本人就明确规

定: “夫对远人颂述朝廷，或称天朝，或称中

国，乃一定之理。”瑏瑤因为只有在不断面对外来

“他者”时，国人才会有此种表明自我国家身

份认同的需要和动机。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强

调对外应称“中国”时，恰恰针对的是永昌

府檄缅甸文中“有数应归汉一语”，他明谕

“归汉”的说法为“不经”，这很典型地表明

了乾隆皇帝对其所认同的“中国”及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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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解。也在 1767 年，传教士、宫廷画师蒋

友仁奉 乾 隆 帝 之 命 手 绘 了 第 2 幅 高 水 准 的

《坤舆全图》进呈并得到认可，其在地图上就

直接将大清国统治地区标名为“中国”。这幅

图的“图说”部分后经何国宗与钱大昕润色

后，于 1799 年 公 开 出 版，其 中 也 是 直 接 以

“中国”相称大清国的。实际上还在康熙十三

年，钦天监监正南怀仁刊行全国并于乾隆朝收

录 《四库全书》的世界地理书 《坤舆图说》
里，就已直接称大清国为“中国”了。

晚清时期，在与欧美等国所签署的各种中

外条约中，作为整个国家名称的“中国或中

华”与“大清国”同时交替使用、在相同意

义上使用的情形更是极为普遍，甚且很少例

外。如 1842 年中英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

(南京) 条约”的汉文文本中，就是“中国”
和“大清”混用不分的; 中法“黄埔条约”
亦然。而中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
的汉文文本开头更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

结尾签字处则注明“大合众国钦差全权大臣

驻中华顾盛”。十余年后的中美“天津条约”
里，也称清朝为“中华大清国”，称大清皇帝

为“中华大皇帝”。凡此不仅表明了以满人贵

族为核心的清朝统治者对“中国”或“中华”
这一国家名称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意味着它实

际上已得到了当时国际社会的承认。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当时最主要的西方强国在与中国签

署条约的本国文字条约文本中，有时干脆就直

接将“大清”二字译成“中国”。如前面提到

的中英“南京条约”的英文本里，大清皇帝

的对应词就写作“Emperor of China”; 大清国

也直接写作“Chinese Empire”。可见在当时的

英国人看来，“大清”和“中国”根本上就是

一回事罢了。
笔者曾粗略统计清朝最重要的史书 《大

清历朝实录》里“中国”一词的使用情况，

其结果是 1912 年之前共有 1680 多次的使用，

其中那种包括全部清朝所治区域与民族在内含

义的“中国”，以及泛指此前古代中国的用法

竟占到了 98% 以上。而仅指所谓明朝统治区

域 (即狭义中原) 的其他使用极少，不到 30
次，也即占不到 2%，其中近一半尚为入关前

的使用瑏瑥。入关后的使用基本在乾隆朝以前，

并且多是在追述历史、分别满汉关系的特殊语

境下，如雍正与曾静论辩华夷等场合才出现。
清朝皇帝喜欢挂在嘴上的所谓“中外一统、
满汉一家”，其“中外”并非意指现代意义的

“中国”和“外国”，而主要是泛指中原和中

原以外的广大地区。这也可以说是满人皇帝及

其上层所主导的、以整个清朝统治区域为范围

的“中国认同”之一集中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掌控中原的王朝统治

稳定下来之后，国人的王朝认同与“中国”
国家认同就趋于一致，特别是当其遇到“华

夷天下”之外的外国或外国人时，该王朝就

代表“中国”，并自称中国和中国人，两者实

际上就变成一回事。而同时“中国”也就当

然成为自在的、中外双方均自然习惯使用的国

名，明清时代尤其如此。而当该王朝逐渐丧失

其统治合法性乃至难逃灭亡命运的时候，“中

国”却并不随之而去———清末时，既保皇且

坚决不排满的康有为被人攻击为“保中国不

保大清”，其底蕴正在于此。如果仅就此意义

而言，“中国”与“大清”当然有所不同。只

不过这一点同“大唐”、 “大元”和“大明”
等朝代也并无根本区别，绝不是什么清王朝的

特性而已。它与传统“中国”有别于西方帝

国和民族国家的特殊国家性质密切相关。
美国部分“新清史”学者不愿直接称大

清为中国，倒乐于简单直接地称入关后 260 多

年的大清国为“满洲帝国”，这从入关后满人

的国家自我认同角度来看，严格说来才真正不

妥。以往，学者们曾长期认为“满洲”一名

为皇太极所臆造，后来据中外学者特别是日本

学者的有关研究，“满洲”也可能曾是努尔哈

赤所统旧部 ( 或国，满语为 gurun) 的原名，

或曾作为一种以族名名国的泛称而非正式国号

存在过 ( 类似于所谓“诸申国”)。但从现有

的具有说服力的材料来看，其正式的国号，至

少从 1616 年之后的两三年开始至 1636 年改国

号之前，就一直是“金国” ( aisin gurun)，

“金”的满语译音为“爱新”瑏瑦。1635 年，皇

太极为了斩断与“诸申”( jusen 或 juchen，即

此前辽东女真语各部之总名) 的关联，严禁

用“诸申”称谓，而令恢复使用所谓“满洲”
旧名。次年他又正式改国号“金”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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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后的大清国虽“首崇满洲”，却已绝非

满洲一族之国，而是其主导之下的满、蒙、汉

等族人民共享的国家。“满洲”与“大清”也

并非涵义等同的概念，它主要作为族称使用，

或被用来指称大清的发祥之地。清朝皇帝入关

后所发布的重要国家公文中，都不曾正式以

“满洲”名其国。因此可以毫不疑问地断言，

入关之后的“满洲”不过是满人的族群认同

符号而已，它与其自称“中国”的国家认同

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

二、认同与再造: 内涵及特征分析

就入关之后而言，清代满人的“中国认

同”，不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一

是如前所述的国家名称层面的自认“中国”
和自称“中国”。至少从康熙时代起，这种做

法在满人高层已经逐渐成为日常习惯。包括满

人在内的清朝皇帝之所有臣民都属于“中国

人”，包括满人发祥地的“满洲”地区在内的

所有大清国土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

认识起码在康乾盛世的国内已经成为包括满族

官员在内的清朝之官方常识，并得到了当时及

此后国际社会的承认; 二是与国名认同相关，

清朝皇帝及其满人上层对此前传统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的主体 ( 以汉文化为核心代表) 明确

加以认同，尤其是明确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

根本理念，对传统的帝系帝统自觉接续，并以

中华正统 ( 所谓道统和治统的结合) 自居，

确然自 认 清 朝 是 自 古 及 今 中 国 的 一 个 朝 代

(如称明朝为中国前朝)。这从清朝的帝王祭

祀的内容中不仅有远古以来的汉人皇帝，也涵

括入主中原的蒙古和满洲等族的帝王可以概见

一斑。瑏瑧

关于清朝皇帝及其满人上层对传统中国历

史文化的认同现象，以往学界常常爱称之为

“汉化”，其实正如何炳棣先生在反击罗友枝

有关“新清史”观点时曾表明过的那样，或

许称 之 为“中 国 化”或“华 化”要 更 为 准

确瑏瑨。这不仅因为清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文化已

非汉人文化所能囊括，更重要的是，清代在

“中国”或“中华”的名义整合下，其文化也

是各民族彼此互动的结果。就康雍乾三帝所代

表的满人上层而言，他们在认同儒家文化的同

时，实际上也对之加以了选择性改造，有学者

强调这一时期朝廷的官方儒学是带有满人统治

特点的专制性极强的“清代皇家新儒学”，认

为它乃是“融华夷观、君臣观、正统观、礼

乐观、灾祥观以及有关养民、察吏、明刑、封

建、井田、科举、乡约、教化等各方面认识于

一炉”的独特的新儒学思想体系。瑏瑩这的确很

有道理，对认识相关问题甚有启发。
就政治制度而言，虽说是“清承明制”，

但满人皇帝却建立起了独特的“军机处”和

“秘密立储制度”，改革了中国传统的君相体

制和皇位继承制，从而表现出自己的个性。与

此相一致，在统治少数民族、拓展和有效管辖

辽阔疆土的策略上，至少就清前中期而言，他

们也已显示出别具一格的满人特性和传统，如

尚武重骑射，实行满蒙联盟、重视喇嘛教、允

许一定程度的多元文化并存，乃至自觉抵制好

虚文之“汉习”，等等，其超越前朝的统辖成

效不仅为今人所熟知，也早已为清朝满人皇帝

自身所自觉。不过清朝皇帝的此类自觉，往往

又与认同“中国”和希望被汉人士大夫真心

接受的心理有直接关系。如雍正皇帝在 《大

义觉迷录》中，就针对视满人为夷狄、不愿

接受其为“中国之主”的汉人士大夫代表曾

静等，理直气壮地自赞大清为中国扩展疆域的

汗马功劳，其言曰: “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

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

……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

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

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

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不仅如此，他还

强调清朝结束战乱、实现新的大一统是“大

有造于”中国，所谓: “我朝统一万方，削平

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

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矣、至矣!”。瑐瑠

可见他不仅认同于“中国”，还以满人能够再

造“中国”、实现其开疆拓土的发展为之自

豪。
实际上，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就是

在与汉、蒙、回等族人特别是汉人复杂的矛盾

合作关系中逐渐发展并得到深化的。在入关后

的清朝官方合法性意识形态话语中，就始终强

5



调“大清”中 国 的 存 在 和 发 展，必 须 以 满、
汉、蒙各族臣民一体合作、各展所长、共效驱

驰为前提，所以从顺治帝开始，官方文书里诸

如“满汉人民，皆朕赤子”， “满汉一体”，

“满汉文武，皆为一体”等一类体现超越满洲

一族利益之上的“国家”认同之治国理政谕

旨，随处可见。如 1728 年，雍正帝就曾针对

镶黄旗蒙古副都统宗室满珠锡礼所谓“京营

武弁等员、参将以下，千总以上，应叅用满

洲，不宜专用汉人”的条奏，给予明确的批

评，并强调指出:

从来为治之道，在开诚布公，遐迩一

体，若因满汉存分别之见，则是有意猜

疑，互相漠视，岂可以为治乎? 天之生

人，满汉一理，其才质不齐，有善有不善

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当辨其可否，不

当论其为满为汉也……朕屡谕在廷诸臣，

当一德一心，和衷共济，勿各存私见，而

分彼此。在满洲当礼重汉人，勿有意以相

违，始为存至公无我之心，去党同伐异之

习。盖天下之人，有不必强同者，五方风

气不齐，习尚因之有异。如满洲长于骑

射，汉人长于文章，西北之人果决有余，

东南之人颖慧较胜，非惟不必强同，实可

以相济为理者也。至若言语嗜好，服食起

居，从俗从宜，各得其适，此则天下之

大，各省不同，而一省之中，各府州县，

亦有不同，岂但满汉有异乎? 朕自临御以

来，以四海为一家，万物为一体，于用人

之际，必期有裨于国计民生……总无分别

满汉之见，惟知天下为公。瑐瑡

雍正此言中虽不无自我标榜、掩盖大清各民族

实际不平等的意图，但仍可见其所追求的那种

因俗而治、各民族取长补短，相济为用，求同

存异而整体同一的中国多族群“大一统”国

家之政治特色。
清代 满 人 的“中 国 认 同”既 以 满、蒙、

汉等民族政治合作为基础的“大一统”之实

现为其条件，又以文化上的多元并存、不断融

合和对外维护其整体尊严为鲜明表征之一。
1727 年，在召见西方传教士、驳斥罗马教廷

关于信仰天主教就不能祭孔祭祖的规定时，雍

正就曾坚定地以中国文化的“护法”自任。

他郑重表示: “作为一个满洲人……朕岂能帮

助尔等引入那种谴责中国教义之教义? 岂能像

他人一样让此种教义得以推广? 喇嘛教最接近

尔等的教，而儒教则与尔等之教相距甚远。尔

等错了。尔等人众不过二十，却要攻击其他一

切教义。须知尔等所具有的好东西，中国人的

身上也都具有，然尔等也有和中国各教派一样

的荒唐可笑之处”。瑐瑢 他甚至还更为明确地声

言: “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 彼

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

能行于西洋?!”瑐瑣最终，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

的政策在他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这其中自然

含有国家政治考量的因素在内，但“中国认

同”的文化背景也是十分明显而重要的。
美国“新清史”学者总爱强调清朝皇帝

的多重形象或身份，可他们入主中原之后、特

别是康熙中叶以后其最主要的身份或最高身份

仍当是“中华皇帝”或“中国大皇帝”，其他

的身份均笼罩在“中华皇帝”的光环之下，

实与之无法分离并且因之获得更大的权威。瑐瑤

与此相应，在文化上，此后清朝总的来说虽是

多元文化并存，但儒家正统却是其建设政治文

化合法性的最大价值来源，它是清朝专制皇权

得以维系的根本所在，可以说在多元文化中，

实处于核心地位。
笔者赞成“新清史”诸 人 强 调 在 清 朝，

满、蒙、汉等多种民族文化之间彼此“涵化”
(acculturation) 的提法。可问题在于，参与涵

化的各族文化对于清代中国发展之实际影响、
地位和作用，并非完全对等。总的说来，入关

以后，汉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最大并不断加大

的。统治广大汉人的现实需要，以及对清代以

前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认同的强化和深化，必然

导致汉文化在清朝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

位日益提高，而相应地，满文满语的实际地位

却在逐渐下降中。到清代中叶时，已有不少满

人官员不会使用满文草拟奏折，这成为稍后乾

隆多方面采取措施、强化满人自身认同的一个

直接契机。但根本趋势已无法扭转。以清朝最

重要的史 书 《清 实 录》的 纂 修 为 例，最 初，

实录是先修满文本，然后译成汉文本，再由汉

文本转译成蒙文本。康熙时代起，因各种史料

大都来自汉档和汉籍，所以从雍正朝修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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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实录》开始，实录满汉文本之间的修纂

顺序不得不颠倒了过来，是先修成汉文本，再

分别据之译成满文本和蒙文本。有的学者认

为，这一改变不仅体现了“清朝汉化进程的

加深”，甚至还表明了汉文作为大清国“共同

语言地位”之确立。瑐瑥这一看法是否切当，当

然还可讨论，但它表明康熙时代起汉文化对满

人的影响程度已然相当深化，却是毋庸置疑。
进入晚清后，在应对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

略以及广大汉人地区大规模的反抗过程中，这

种汉文化影响强化和深化的趋势又得以进一步

加剧。笔者发现，在晚清，西方诸列强与中国

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除俄罗斯还偶尔使用满文

本之外，其他西方国家乃至东方的日本，都只

使用汉文本与其本国文字本。以致 1875 年，

光绪在谈到中国和秘鲁换约等事宜时竟明确谕

称: “惟换约事宜，中国总以汉文为凭”。瑐瑦可

见在这一文化权势转移的过程里，外国殖民者

特别是欧美列强，也曾起到某种推波助澜的作

用。最能生动地体现这种文化地位转化的，或

许还是汉文中“国语”一词含义最终的满、
汉倒置。晚清以前，“国语骑射”是清朝皇帝

所自豪的满人特性， “国语”自然是指满语，

而到了清末最后十年，流行的“国语”一词

却已逐渐明确地指称汉语“官话”。最后，清

廷竟以通过 《统一国语办法法案》的方式，

将其正式确认。这种认同情形对于满人来说，

自然也存在某种不得已的苦衷，它应当是在清

末新的时代背景下，多族群文化现实互动和社

会历史强势选择的结果。
在清代尤其是清末以前，满人的“中国

认同”基本由专制皇权和满洲上层贵族所主

导，一般满人基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这乃

是那个时代满人“中国认同”的突出特征。
而实现大一统格局之后的清朝皇帝及满族上层

之“中国认 同”，又 可 谓 坚 定 不 移、毫 不 含

糊。不难想象，要是盛清尤其是晚清时，哪个

满人和其他族群的中国人敢声言“不应直接

把清朝称为中国或是把大清皇帝称为 ‘中国’
的皇帝”，大清皇帝非但绝不会允许，肯定还

要对其严加治罪。这是今人讨论这一问题时所

应该具有的起码历史感。
值得 注 意 的 是，清 代 满 人 的 “中 国 认

同”，曾经历前后演变的过程。不仅入关前后

有区别，通常所谓的清代前期、中期和晚清也

有不同。时至清末，为了抵御激进的“排满”
运动，一部分主导政局、参与新政的满人官员

和留日学生之“中国认同”得到升华，在他

们身上，初步实现了从认同传统的“专制中

国”到自觉批判八旗制度、认同各民族平等

融合的“立宪中国”之近代转变。从中我们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新型的满族官员和知识人具

有时代特点的民族认同和政治选择。

三、清末满人的现代民族自觉

与“中国认同”之演进

———兼论其以“大同”论

为核心的传统思想依据

戊戌、辛亥时期，由于从日本和西方输入

了现 代“民 族”和 国 家 观 念，作 为 民 族 的

“满族”、“汉族”、“回族”、“蒙族”、“藏族”
和“苗族”等现代意义的概念也得以产生，

并被各自所属群体的知识人渐次认同。而把传

统的和当下的中国归为“专制”国家，主张

建立以各族人民作为“国民”平等为基础的

君主立宪国，以取代前者，则成为清末十年尤

其是 1905 年以后满人中国国家认同的一个新

的政治思想动力。
1906 年，奉命出国考察宪政归来的满族

大臣载泽和端方等，先后给朝廷上奏密折，急

切表达一种消除满汉民族畛域，迅速立宪的主

张和愿望。如载泽就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
中痛切表示: “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

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

之理?”瑐瑧端方也于是年向朝廷奏上一份“请平

满汉畛域密折”，强调欧美各国因国内种族、
民族关系不同而强弱有别，“苟合两民族以上

而成一国者，非先靖内讧，其国万不足以图

强; 而欲绝内讧之根株，惟有使诸族相忘，混

成一体”。瑐瑨次年，他又向朝廷代奏“条陈化满

汉畛域办法八条折”，认为“宪政之基在弭隐

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瑐瑩从而自觉地将民族

问题与立宪政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与此同时，一批留日的满族旗人，如恒

钧瑑瑠、乌泽声瑑瑡、穆都哩瑑瑢、裕端等，也加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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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以民族平等融合为基础的“立宪中国”
的队伍中来。他们特于 1907 年 6 月在日本东

京创办了著名的 《大同报》，不久，其同人又

在北 京 创 办 性 质 相 同 的 《( 中 央) 大 同 日

报》，瑑瑣专以“满汉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

为一大国民”为宗旨。他们认定: “今之中

国，为满汉蒙回藏人合成之中国，而非一族一

方之中国也明矣!”瑑瑤为了实现其心目中的“理

想中国”，他们痛切反省八旗制度，批判专制

制度的不合理，认为“最不可思议，轶出累

代专制范围外者，则莫若我中国之满汉不平等

也。考其不平等之原因，则以本朝入关之始，

种族思想未能尽灭，种族阶级因此而生，遂产

生一种特别制度，为我国民蠧焉”。瑑瑥

这种建立以满汉融合、“五族大同”为基

础的立宪中国的主张，得到了当时满族旗人中

不少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实际成为 1905 年

以后满人内部公开传播的主流舆论。 《大同

报》第 3 号上，曾登载 64 个“本社名誉赞成

员姓名”，除了汉、回、土尔扈特蒙古等族中

的少数非旗人之外，满蒙汉等族旗人约占了

80%，尤以满族为最。由此可见其影响之一

斑。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末留日的满族留学生

中，还有一些人基于对西方“nation”概念的

理解，甚至强调满汉已不再为两个民族，实际

上已成为一个民族。他们认为，民族与种族有

别，它是“历史的产物也，随时而变化，因

世而进化……故民族以文明同一而团结，而种

族则以统一之血系为根据，此民族与种族又不

可不分也”。他们由此认定“满汉至今日则成

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矣”; 或言: “满汉处于

中国，久为精神上之混合，文化上之陶铸，风

俗上之浸染，政治上之团结，已成一民族，而

不可分为两民族。且随社会之演进，已由民族

进为国民，只有兄弟同胞之亲爱，绝无民族离

贰之恶情。所谓排满排汉，不过无意识者浮言

邪说，不足以为我满汉同胞之代表”。瑑瑦不仅如

此，他们还强调所有“中国之人民，皆同民

族异种族之国民也”， “准之历史之实例，则

为同一之民族，准之列强之大势，则受同一之

迫害，以此二端，则已足系定其国民的关系

矣”。瑑瑧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民族”乃是

有别于“种族”、建立在统一而平等的近现代

“国民”政治身份基础上的文明融合体和命运

共同体。这一认识实际上成为现代“中华民

族”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亦表明有清一代

的“中国认同”与现代中华民族认同之间，

实具有着一种直接的关联。
不过，在立宪运动期间的满族留日学生当

中，有的虽认定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已融合为一

个大“民族”，但同时也指出其有关部分的文

化融合程度仍显不足，还需要继续加以“建

设”，努力发挥互相“同化”的积极作用，以

顺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一”趋势。
满人穆都哩在 《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

就明确写道:

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

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

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

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至于言语、风俗

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

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若专

以风俗、言语等而定民族之异同，则英人

与美人之问题，必难解决矣。虽然，中国

之人民皆同民族而异种族之国民也，言

语、风俗间有不同之点，有时而同化也。
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以满

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推

之及于蒙回藏，则其大多数虽未收同化之

效，而其近于内地之人民，则其言语风俗

已一于内地之人民。虽欲使其不同，已不

可得矣。再加之以经营，施之以教育，则

数年以后可用者将不遑计。不然，委之于

不显，或奴隶视之，则三年之后，其地必

非我有。瑑瑨

在这里，民族国家认同的现代政治性原则，以

及文化融合才能使之深化和巩固的认知，可以

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觉强调。这是对西方

特别 是 西 欧 和 美 国 现 代 “民 族 ( 国 家 )”
(nation) 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走向深化的重要

环节。
此种通过立宪运动得到加强的各民族一体

融合的新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由于特殊的历史

原因，在满族旗人那里能够有突出的表现，其

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它体现出部分少数民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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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瑑瑩

需要指出的是，立宪运动期间，部分留日

满族有识之士对于中国这一新的现代民族国家

共同体之认知与宣传，在民族观的根据上，也

曾受到留日汉人杨度主编的 《中国新报》的

某种影响，或至少其彼此之间有过一定程度的

互动。如 1907 年， 《中国新报》上发表陈敬

第瑒瑠 《满汉问题之解决》一文，文中对“民

族”理论的集中介绍和满汉关系的辨析，就

相当周详和深入，堪称清末国内有关认知的较

高水平，而其强调“民族”与“种族”之区

别，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满族与汉族具有民族

“同一性”关系，便与前述乌泽声的观点有明

显的相似之点和相通之处。
不过，前述留日旗人的民族观，也有不同

于陈敬第等汉人知识分子的地方。他们一则不

愿直接认同某些汉族知识分子基于文化优越感

而导出的“同化”态度，而更愿使用传统的

“大同”概念，来表达彼此文化相互涵化之

义; 二则更看重和强调民族的同一政治基础

———即处于“同一政治之下”的平等“国民”
之因素的重要性。这后一点，在乌泽声同年发

表的 《满汉问题》一文中对 nation 译法的主

张里，得到一特殊体现。乌氏反对将英法文

nation 译为“民族”，认为这是日人不察英法

此词与德文有别而又“慕德风之流弊”的缘

故，“而我国民族二字本非一定名词，粗识日

文之辈，亦慕民族名词，不知已失本意，且盲

从号呼民族主义，岂知民族主义惟行之于宗法

社会，及演进国家社会，是为国民主义。”他

因此讥笑此种译法为“新学浅虑不知言语学

者”的“遗羞天下、见笑士林”之举，并表

示“吾论政治的民族主义，即改为国民主义，

以示区别而避混淆也”。瑒瑡这成为其认定中国各

民族人民平等享有中国主权、共同建设立宪中

国的新的思想依据。
综观整个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其所

依据的思想资源前后虽不无变化，但儒家的

“大同”理念却是其始终贯穿如一的思想基

盘。 “大同”概念出自于儒家经典 《礼记》，

它所追求的是破除一切彼此界限，平等融合、
追求共性的人生和国家至上境界。所谓“求

大同，存小异”，也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为人

与行事原则。这在中国既是一种重要的人生观

和世界观，也是一种与他族类交往的族群观和

政治观。乾隆帝在 《西域同文志序》中谈到

“天”的各种语言说法有别但无不“敬之”之

时，就曾使用过“大同”概念。其言曰: “汉

人以为天而敬之，回人以为阿思满而敬之，是

即其大同也，实既同名亦无不同焉”瑒瑢。 “大

同”的前提是“同文”，同文并不意味着以其

中一种代替其他，而是互释共认同存，相互沟

通。晚清洋务派所奏办的“同文馆”，也是此

义。不过清末端方等满人所频繁使用的“大

同”观念，与 《礼记》泛论的普世性和康有

为 《大同书》中的“大同”主张之超越国界

仍有区别，其所使用的范围还只限于国内。但

很显然，他们对“大同”观念与中国国家整

体认同之间关系的把握，已经更加自觉、清晰

和深入了。
1907 年，满人裕端在 《大同报》上特别

发表 《大同义解》一文，可以说典型地表达

了其同人的中国“大同”追求，也集中体现

了此种思想的自觉程度和认知高度。该文强调

指出: “大同云者，非自视为异而欲同于人

也; 亦非视人为异，而使人同也……大同之本

意有二: 一曰欢迎其不以为异者而同之; 一曰

利导其自以为异者而同之。二者缺一不可为大

同”。他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大同”为

理想，于是不断由小而大、由分而合、由异而

同， “同之至于今日也，已数千年，合为一

国，团为一体”，这不仅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

趋势，也体现了现代世界发展的进化潮流。在

他们看来， “满汉蒙回藏同处于一政府之下，

尤与 今 日 世 界 之 趋 势 相 合，此 可 庆 可 贺 之

事”，因为“世界今日之趋势，为兼容并包，

合散为总，由分而合之趋势”。瑒瑣顺之则符合进

化论所标示的世界潮流，反之则为“退化”，

可能招致亡国灭种的结局。该文由此称全国各

族人为“黄帝之孝子顺孙”，号召其“共保吾

种，共存吾国”。瑒瑤由此可见清末满人认同“立

宪中国”时那鲜明的自主进化观和毫不含糊

的主体意识。此种认同，自然成为稍后满人接

受“共和中国”、认同“五族共和”的思想基

础。1912 年 2 月，隆裕太后在清帝逊位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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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

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便清楚地显示出

此种认同的接续性。这是我们考察清代满人

“中国认同”问题应该了解的历史线索。

结语、变与不变的“中国性”:

多重认同的统一

在笔者看来，研究“中国历史”及其有

关问题的时候，不能一方面极端强调“中国”
含义的模糊和“断裂”，而同时又偏颇僵硬地

执定一个狭隘不变的“中国”定义来评断有

关历史———也即把“中国人就是汉人，中国

就是汉人统治的国家或地区”这一某些特定

朝代的“中国”之历史含义固定化，并始终

不变地以这个固定化的“标准”来判断此后

变化着的或变化了的那些“非汉人”的中国

人身份、及其所属王朝国家之属性瑒瑥。在近代

英语中， “Chinese”既是“中国人”也可为

“汉人”和“汉语”，容易助长这种思维弊病。
殊不知康雍乾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国已非昔日的

明代中国，而是被清帝、满人和汉人等其他族

群共同认同、又加以再造过的中国。对于这样

一个变化了的和变化着的中国，满人及其最高

代表皇帝何曾有过罗友枝等所谓的“超越”?

又何从“超越”? 它有所超越的不过是明代及

其以前的中国而已。当今，许多受“后现代”
影响的思路或论断因不能将自己的论述立场贯

彻到底，常常难免陷于此类思维矛盾之中而不

自知。其实，作为传统国家的“中国”，它的

地域范围、居住人民、主导族群在不同时代固

然不断有所变化，但其每个占有中原的王朝国

家却都无一例外地、连续不断地认同于“中

国”，以“中国”自名、自称、自表、自得、
自尊乃至自大，坚定地遵从于儒家政治文化，

并表明自己是中国的一个正统朝代。这种朝代

可以更替兴亡、作为传统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

“中国”国家却永续永在的独特的历史延续性

认同，并非今人以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加以主观

反推的结果。它长期形成并不断强化了一种

“中国天下”的共识，其内涵绝非狭隘的“汉

人国家”所能概括。撇开政治文化不谈，仅

就疆土而言，它可以说就集中体现为一以贯之

的、中心不变而边界模糊但认同相当明确的

“中国”国家特征。这一点与其独特的儒家政

治文化相结合，毋宁说正是构成历史悠久的前

近代传统中国有别于西方古今主要国家、特别

是近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色所在之一。
20 世纪初的清末几年，作为启蒙思想家

的梁启超等人震慑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强

盛，迫切需要激发国人现代民族国家式的爱国

心，因而痛责传统中国有“王朝”而无“国

家”，并对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宪法规定的、确

然无疑的统一国名一事而忧心如焚。熟悉万分

且历史悠久之“中国”明明自在心中，却仍

在无意间把国家归结为“民族国家”之专属，

这正是当年强势的西方政治文化霸权的典型表

现之一。实际上，早在民国时期，已有中国学

者专从政治学的国家类型的角度，敏锐地见及

传统中国不同于西方“帝国”、“族国”(民族

国家) 的国家特性所在，在无法归类的情况

下，十分自觉地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类型来概

括，并称之为“中国之国”、 “中国天下”或

“中国天下国”，瑒瑦从而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自知

之明。在这次“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学术

研讨会上，汪晖教授所重新解释的具有反思意

义的“中国: 跨体系社会”论，与此种反思

路径就有不谋而合之处。现今美国的一些学者

包括“新清史”学者，每好以“帝国”称清

朝，并将其政治行为与某些西方近代殖民帝国

相提并论，甚且等而观之，实未见其妥当。
另外，就“认同”本身而言，多元认同

同时并存而各自居于不同层次，乃是再正常不

过的人类现象。在清朝入关、政权统治逐渐稳

定之后，满人的“中国认同”和“大清认同”
就迅速趋于同一，并与其自身的“满洲认同”
以一种交织的方式同时并存着，它们之间在特

殊情况下特别是满汉矛盾激化的特定时期，也

会以有些汉人不认同其为“中国或中华”的

方式，表现出某种紧张，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并

行不悖，而且“中国认同”作为一种兼顾对

内对外、历史与现实的超越族群利益之上的国

家认同，总体说来显然要处于更高层次。从某

种意义上说，将更为广阔地区的“非汉人”
族群彻底有效地陶铸成“中国人”，使他们以

主人翁的姿态公开认同并满足于“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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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且在晚清特别是清末实现一定程度的现

代性转换，不仅是清王朝超越以往中国各王朝

主导族群的“满人特性”独特作用的结晶，

也恰恰正是体现其统治时期最为鲜明的“中

国特性”所在。

①本文初稿曾提交给“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

术研讨会，并吸收大会评论者的诸多宝贵意见。特此

致谢。另外，拙文的基本观点和部分内容曾被 《中华

读书报》记者摘录刊登。这里发表的乃是其全文。
②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 341.
③⑥可见欧立德: 《满文档案与“新清史”》，载台北

《故宫学术季刊》2006 年冬第 24 卷，第 2 期。
④欧立德: 《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见《“清

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上)

(2010 年 8 月 9 日-11 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

究所编)，第 14 页。但必须说明的是，在被归为“新

清史”代表人物的美国学者当中，对此问题的认识也

并不 完 全 一 致。如 米 华 健 ( James A. Millward) 在

“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的会议上，就公开批评欧立

德等为“大满洲主义者”。
⑤见罗友枝 1996 年 11 月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的

《主席致辞: 再观清代》一文，载 《亚洲研究杂志》
第 55 卷第 4 期。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54， No. 4， November 1996， pp. 829-
850. )

⑦萧一山: 《中华民族与所谓“满族”》，《四川青年》
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
⑧原出处见 《建州纪程图记》和 《山中闻见录》等，

收入潘喆等编: 《清入关前史料选集》第 2 辑、第 3
辑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孟森先生曾

发现 1630 年正月木刻揭牓之“七大恨”文，考证其

原本为汉文，文中便称明朝为“南朝”，且声言“我

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 还自称“属夷”
等。后 《满洲老档》、《武皇帝实录》和 《太祖实录》
中，“其尊崇大明之处，乃自称为夷为酋，与建州卫

及金国汗等字样，皆经改窜”，其时间大约为乾隆年

间。见孟森: 《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明

清史论著集刊》上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03-
212 页。
⑨见 《清太宗实录》卷 2 “天聪元年正月”; 卷 18
“天聪八年三月”。
⑩见郭成康: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载 《清史研究》
2005 年第 1 期。此文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卓有成绩，笔

者多有参考受益之处。

瑏瑡前揭郭成康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一文已经指出这

一事实。见 《清圣祖实录》卷 143，康熙二十八年十

二月丙子。
瑏瑢 《清圣祖圣训》卷 52。参见孙喆: 《康雍乾时期舆

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41 页。
瑏瑣 《清圣祖实录》卷 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
瑏瑤 《清高宗实录》卷 784，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上。
瑏瑥在有关内容的统计过程中，曾得到吴密同学的帮

助，特此致谢。
瑏瑦可参见姚大力、孙静: 《“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

———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载 《社

会科学》2006 年第 7 期。有关这一问题，日本学者三

田村泰助在 《清朝前史研究》 ( 京都同朋舍 1965 年

版) 一书中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利用 《满文老档》，

认定满洲国 (固伦) 作为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所建

之国确实存在过。不过万历末年降叶赫、完成统一女

真民族大业后，对外便称后金国，对内则称诸申国，

满洲国的国号于是取消。1972 年，神田信夫氏又在三

田村泰助基础上将 《满文老档》与 《满文原档》相

对照，撰 《满洲国号考》一文，进一步提出满洲国名

并未因采用“诸申”或“后金”国名而中断的看法，

认为此后它仍是其满语国名，并与后起的“爱新”之

满语国名并行不悖 (见神田信夫: 《满洲国号考》，收

入其由山川出版社 2005 年版的 《清朝史论考》一书

中)。但这一说法目前尚难令人信服。即便其说成立，

也不影响笔者的结论。因为其国号改为“大清”后，

尤其是清朝入关之后，“满洲”为族称而非国名的意

义确然无疑。感谢张永江教授在这方面所提供的资料

帮助。
瑏瑧可参见“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黄爱平提交的 《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

同》，常建华提交 的 《国 家 认 同: 清 史 研 究 的 新 视

角》，以及张寿安提交的 《清儒凌廷堪的正统观》一

文。
瑏瑨Ho，ping-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 the Qing”，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ruary 1998， pp.
123-155.
瑏瑩参见“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夏

明方提交的 《多重变奏中的灾异论与清代王朝认同

———以 〈大义觉迷录〉为中心》一文修改稿。
瑐瑠以上所引 《大义觉迷录》中的文字，分别见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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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清史资料》第

4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5-6 页。
瑐瑡见 《清世宗实录》卷 74，雍正六年十月。亦可参

见郑鹤声: 《近三百年来中华民族融合之趋向》，载

《边政公论》第三卷第 2 期 (1944 年)。
瑐瑢宋君荣: 《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载杜文凯

编: 《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5-146 页。
瑐瑣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 56，载 《影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 41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第 597 页。
瑐瑤郭成康教授在 《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一文中，曾广

为引证材料，如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向康熙一再

表白“中华与我一道同轨”， “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

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 蒙古僧俗人众相信“中华

皇帝，乃活佛也”，土尔扈特以“大圣 皇 帝 ( 指 乾

隆) 甚为仁慈，广兴黄教”，遂决策从俄罗斯毅然回

归中国等等，笔者以为，它们均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

本文的这一观点。
瑐瑥见谢贵安: 《〈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

形成考论》，载 《史学集刊》2008 年第 2 期。
瑐瑦 《清德宗实录》卷 13，光绪元年七月上。
瑐瑧见龚书铎主编: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
(修订本，下) 中华书局 1980 年第 2 版，第 303 页。
瑐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辛亥革命》 ( 四)，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9-47 页。
瑐瑩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

料》下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915-917 页。
瑑瑠恒钧，字十丰，清宗室。早年官派留学日本，就读

于早稻田大学教育及历史地理科。1907 年，他曾与熊

范舆、沈钧儒、雷光宇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

开国会的请愿书。民国建立后，曾任国会议员，办首

善工厂等。他还是著名的京剧爱好者和研究者。
瑑瑡乌泽声 (1883-?) 字谪生，直隶人 (清末时曾参与

国会请愿运动，为直隶省代表，见尚小明: 《留日学

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6
页。一说为吉林人，恐误)。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

学，民初曾任众议院议员，以拒贿著称。后曾在伪满

任职。
瑑瑢穆都哩 (1884-1961)，原 名 穆 六 田，后 改 名 宁 裕

之。满族，出生北京。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

业。后成为民国著名的满族小说家，笔名儒丐。其

1923 年问世的小说 《北京》，是中国现代文坛上最早

的长篇小说之一，该小说真切地反映了满族人在辛亥

后的生活状况与心理特征。1953 年被聘为北京文史馆

员。

瑑瑣北京 《大同日报》不多见，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该

报，笔者仅查到 1908 年 6 月和 11 月两个月的。但该

报创办于 1908 年 3 月 27 日 (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

五日)，为日刊，每日出两大张。馆设北京琉璃厂土

地祠内。1908 年 3 月，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表

明，该报创办者为康梁立宪派的旗人同道。其信写

道: “都中出一 《大同报》，为旗人所设，办事皆吾社

人。社中亦荐人 (旗人以外之社员) 为之主笔，然其

经济亦甚乏，后此尚当思所以济之。不然，将失此势

力”。其信 中 所 言 “大 同 报”，或 当 指 此 《大 同 日

报》。见张品兴主编: 《梁启超全集》第 10 册，北京

出版社，1999 年版，第 5969 页。据说此报后改名为

《中央大同报》，详情待考。
瑑瑤瑒瑣恒钧: 《中国之前途》，载 《大同报》第 1 号。
瑑瑥乌泽声: 《论开国会之利》，《大同报》第 4 号。
瑑瑦瑒瑡乌泽声: 《满汉问题》和 《论开国会之利》，前

者载 《大同报》第 1 号。
瑑瑧瑑瑨穆都哩: 《蒙回藏与国会问题》，《大同报》第 5
号。
瑑瑩有关上述问题，笔者在 《民族自觉与符号 认 同:

“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 ( 载 《中

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 年 2 月创刊号) 一文中，有

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见。
瑒瑠陈敬第，浙江仁和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

学，回国后被赐为进士、翰林院编修。曾译 《法学通

论》 ( 丙午社 1907 年版)，清末为资政院民选议员。
民初时，曾任清史馆协修，“国民公会”领导人。
瑒瑢 《清高宗 ( 乾隆) 御制诗文全集》第 10 册，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第 416 页。
瑒瑤裕端: 《大同义解》，《大同报》第 2 号。
瑒瑥类似的观点和做法，其实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

日本早就有过。以矢野仁一为代表的支持日本“大陆

政策”的学者们，曾提出所谓“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

土”论，意谓“支那≠清”、 “支那 = 支那本部”、
“支那 = 汉民族之领域”等，可见矢野仁一当时发表

在日本 《外交时报》、《东亚》、《东亚经济研究》等

上面的系列论文，如 《滿蒙藏は支那本来の領土に非

る論》 ( 《外交时报》35 卷 1 號，1922 年 1 月) 等。
至于当时中国国内学者的有关反驳，则可参见叶碧

苓: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

驳斥———以 〈东北史纲〉第一卷为中心的讨论》，载

《国史馆学术集刊》2006 年 9 月第 11 期。
瑒瑦可见罗梦册: 《中国论》，商务印书馆 1943 年版。
笔者得见此书，恰巧在“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

学术会议召开前夕，感谢夏明方教授的及时提示和资

料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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